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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 

一個混合研究法途徑的分析

張文揚 *、詹捷翔 **、平思寧 ***

摘　要

近年來，儘管是否自然資源不利經濟發展的「（自然）資源詛咒」理論受到注

意，但是學界對於自然資源是否能夠促進或是阻礙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並沒有

定論。本文認為，資源詛咒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條件性的：條件於國家的政治體制

之上。自然資源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可以被民主政體抵銷，這是因為民主

政體傾向分配公共財、有較好的治理能力以及維持，或是進行多樣化經濟體制的可

能性。這些特徵因此可以避免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依賴自然資源時蒙受其害。本文先

後以「時間序列橫斷面」方法檢視 1960 ~ 2016 年之間國家的經濟表現；並以「最

大相似法」比較兩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迦納與喀麥隆之後確認了上述的說

法。本文的結果對於相關理論與政策發展都有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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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ough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thesis—natural resources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becomes popular, the consensus about 
whether natural resources promote or dampen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 not exist among 
schola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ffects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ditional upon political systems.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development can be offset by democracy, because democratic regimes tend to distribute 
public goods, have better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higher possibility of diversifying 
the economic system. These characteristics enable the states to avoid the curse brought 
by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paper gains empirical support by 
firstly applying the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method” to examine all states’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the 1960–2016 period, and then by comparing two sub-Saharan African 
states, Ghana and Cameroon, through “the most similar method” design. This paper has 
both academic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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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石油稱為惡魔的糞便 (devil’s excrement)。它帶來了麻煩…… 
看看這個瘋狂的東西 (locura, madness)――浪費、貪污、消費、 
我們的公共服務分崩離析。還有債務，我們背了好久的債務。

—委內瑞拉前石油部長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共同發起人Juan Pablo Pérez  

Alfonso，“The Devil’s Excrement: Is Oil Wealth a Blessing or a  
Curse?” (2003: The Economist)

壹、前言

近年來在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與發展議題之中一個十分受到關注的課題，

便是自然資源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1早期的研究認為國家如果擁有豐富的自

然資源，對經濟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Ginsburg, 1957; Rostow, 1959)；我們從當前

的案例之中，也可以看到不少成功藉由自然資源發展經濟的案例，例如波札那

與智利 (Dunning, 2005; Haslam, 2016) 等。但是Auty (1993) 提出新的觀察，並創

出了「自然資源詛咒」（natural resource curse，以下簡稱「資源詛咒」）這一

名詞後，2有些學者陸續經由實證發現，依賴自然資源租金對經濟發展的挹注，

反而面臨了經濟發展不振或是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 (Harding & Venables, 2016; 
Melstrom, Jones, & Caviglia-Harris, 2015; Sachs & Warner, 1995, 2001; Venables, 
2016)。因此，自然資源究竟對於國家而言是一種祝福還是詛咒，過去的研究並

沒有定論，這對我們觀察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時，不僅容易產生矛

盾之處，也限制我們提出務實政策建議的可能性。

1 本文所稱的自然資源種類是根據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 2018a) 的定義，包含了森林、

能源（包含軟煤與硬煤、原油與天然氣）與礦產（包含錫、金、鉛、鋅、鐵、銅、鎳、銀、

鋁土礦以及磷酸鹽）等。並且根據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10: 
46) 的說法，自然資源應該是「存在於自然環境中的物質存量不僅稀少，且在生產或是消

費中有經濟效益，不論是在它們的原始狀態下或是經過最低限度的處理之後。」儘管在

上述的種類中包含了可再生的森林，但是如果過度開發，也會使可再生資源變成不可再

生 (WTO, 2010: 47)。
2 儘管資源詛咒一詞是於 1990 年代創出，但更早時就有類似的說法出現，被稱為「荷蘭病」 

(Dutch disease)。這是指荷蘭在發現大規模的石油與天然氣田以後，因為強勁的自然資源

出口導致國家貨幣升值的同時，反而不利原先國內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以及國內勞工

大量往石油業移動造成其他產業衰退以及失業率提高等問題 (C. W.,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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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在經濟發展上，這種矛盾性源自於資源詛咒是條件性的 
(conditional)：條件在於國家採取的政治體制上。更進一步地說，自然資源對

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受到民主體制的制約，因為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傾向分配

公共財、有較好的治理能力以及維持或是進行多樣化經濟體制的可能性，因此

較能夠維持經濟發展。上述的三個解釋使我們理解為什麼在依賴自然資源發展

時，愈民主的政治體制會有較佳的經濟表現，但是其他政治體制則無法。

為了檢證上述的說法，本文採取「混合研究法途徑」  (mixed methods 
approach)，3先以時間序列橫斷面（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又稱縱橫）方法

檢視1960 ~ 2016年之間所有政治實體的經濟表現；復以個案研究法中的「最大

相似法」設計 (the most similar design)，比較撒哈拉以南非洲 (sub-Saharan Africa) 
的迦納與喀麥隆。這兩個國家在1960年左右獨立，其人口規模與社會多樣性均

類似，且經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自然資源，但是在1990年代後因為政治

體制的差異，導致國家之後的經濟表現結果不同。本文將會探究其差異背後的

成因。

本文後續的章節安排如下：本文將在第貳節中檢視當前自然資源如何影響

到經濟體制的文獻，並隨後在第參節提出民主體制為什麼可以抑制資源詛咒的

說法；第肆、伍節進入到實證檢驗，先是基本介紹本文的計量研究方法設計並

解釋統計結果之後，解釋最大相似法下選擇迦納與喀麥隆的標準並進行個案討

論。第陸節則以政策與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作結。

貳、文獻分析

資源對於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討論眾多，是詛咒還是祝福都各有主張。在

Blanco & Grier (2012) 的文章中，作者發現對石油出口的依賴有助於國家累積

物質資本；而學者在研究澳洲與挪威兩個案例時，也發現礦產與石油的價格攀

3 混合研究法為近 20 年來社會科學推動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嘗試結合量化研究中可以藉

由大樣本分析 (large-n studies) 尋找相關變數之間的通則性之優點，以及在質性研究中，

可以藉由深度分析 (in-depth analysis) 細膩的探討政策或是現象的發生過程之長處（宋曜

廷、潘佩妤，2010；周嘉辰，2015；Fetters & Hou, 2018）。例如在周嘉辰 (2015: 66-67) 
中就提到，質性研究對於測量概念來講是具備優勢的，因為透過質性研究，許多或許在

書本或是學界中已經被認為約定俗成的見解及定義，可以再次受到檢驗或發展。但是量

化研究對於所謂的假設檢驗，以及數據分析的一致性作法上更具長處，也使得多種對社

會科學現象的探討在經過變數的編碼與操作以後，可以達到將「研究結果一般化的目

標」，混合研究法也因此進入了如中國大陸研究（周嘉辰，2015）、教育研究（宋曜廷、

潘佩妤，2010）與公共衛生領域 (Fetters & Hou, 2018)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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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推動了該國實質收入的上升 (Bjørnland & Thorsrud, 2015)，自然資源也使得

國家有更多的財源支應衛生支出，並藉此改善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的品質 

(El Anshasy & Katsaiti, 2015; Sterck, 2016) ，這些都是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幫助。

另外，Stijns (2006) 將自然資源分成12種不同的類別，例如自然資源占國家財富

比、自然與物質資源比、地下財富與物質資本比或是綠色資本與物質資本比等，

然而他並沒有找到這些指標與人力或物質資本之間的一致性的負向關係；相對

地，結果發現自然資源對於財政體系不夠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相當重要，並支持了

國家發展。

相對於認為資源對經濟發展具有正面效應的文獻外，其他學者從不同的角

度探討，主張資源帶來負面影響。首先，Beblawi (1987) 所提出「食租國家」

（rentier state）的幾個特徵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樣的國家的潛在問題：依賴自然資

源帶來的收入下，容易導致國家其他的製造業萎縮；相對於這些資源所帶來的

龐大收益，國家投入這些資源的勞動人力比例上相當低；而更重要的是，所有

的資源收入都屬於國家。

國家對資源的依賴排擠了對其他投資的需求，特別是公共財。自然資源

可能導致政治人物失去以提供公共財來發展經濟而獲得人民支持的意願。因為

自然資源多屬國營，國家可以藉由生產或是提煉自然資源的方式取得國家所需

要的收益，因此對於投資以促進人力或是金融資本積累的公共財意願不高。相

反地，在自然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政治人物通常藉由徵稅的方式取得政府收

益。因此，如何藉由投資人力資本促進經濟成長，並從經濟活動中徵得稅收是

資源貧乏的國家要努力之處。但對於資源豐富的國家而言，維持國家運作需

要的稅收卻可以經由資源收入補足，因此政治人物沒有投資公共財的急迫或

必要性。在個案或是跨國研究上，學者們如Hong (2018)、Zhan, Duan, & Zeng 

(2015)、Zhuang & Zhang (2016) 分別發現由於依賴自然資源，中國地方省市減少

了包含教育與醫療衛生等公共財上的投資，這是因為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愈高，

愈鼓勵地方省市政府依賴短期的資源收益，而無意進行對人力資本的長期投

資，甚至進而喪失政府應有的功能。Blanco & Grier (2012) 檢視1975 ~ 2004年17

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表現後發現，石油與農業出口的依賴對國家物質 (physical) 跟

人力資本有長期的負面效果；Connell (2006) 則探討磷酸鹽 (phosphate) 如何導致

諾魯成為一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因為在欠缺規劃自然資源帶來的長期財

政收益下，資源財富導致更少人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也導致國家經濟衰退。

其次，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表現對於市場價格波動相對敏感。仰賴自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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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收入的國家，其中一個特徵就是經濟結構的集中化，排擠其他產業（特別是

製造業）的發展，這造成兩個負面效應：公共財的提供短缺，以及對於國際原

物料價格波動影響的敏感。以石油為例，學者們認為石油價格的改變對於石油

進口國以及石油的出口國有不同的影響，實證發現石油出口國相對於石油進口

國對於價格的波動影響更大 (Y. Wang, Wu, & Yang, 2013)，以中國為例，油價

的改變對於國營石油企業的影響，甚至高於外商公司 (Wei & Guo, 2016)，而對

於國際原物料價格的高敏感度，是影響資源豐富國家經濟發展的阻礙之一。當

國家財政過於仰賴一種天然資源的收入時，國際價格變動的變動將不僅影響國

內產業的景氣，也間接地影響國家稅收，而使得國家收入直接地因為國際價格

的劇烈波動而隨之增減 (Diamond & Mosbacher, 2013)。然而，當資源價格下滑

時就成為了國家財政的考驗，荷蘭病就是典型的例子，仰賴資源出口的國家因

為國家仰賴非貿易部門的生產，當資源的國際價格跌落時，國家財政若不隨之

迅速應變，預算便會出現赤字。學者研究幾個富產石油的國家，包括哈薩克與

委內瑞拉，當石油價格高昂時，國家獲利龐大，然而當石油價格崩跌，國家經

濟表現便受到顯著的影響 (Diamond & Mosbacher, 2013; Köse & Baimaganbetov, 
2015)。除了稅收的角度之外，學者也提出，因為高度仰賴資源的國家在政治

制度上的不完整，導致國家在面對資源價格的跌落時，缺乏反應的能力 (Isham 
et al., 2005)。資源的國際價格也影響著政權的穩定，在高價格高獲利時期，政

治領導人享受的是以資源租金所帶來的政權，但一旦仰賴的價格崩跌，政治領

導人不得不做出經濟改革度過危機來贏得人民的信任，民主剛果即是一例 (N. 
Jensen & Wantchekon, 2004)。由此可知，食租國家在面對資源價格的劇烈改變

時，政治與經濟上都會面對極大的危機。

從以上關於自然資源與經濟表現的文獻來看，儘管多數的研究採取也證實

自然資源不利國家經濟發展的說法，但是也有部分學者提出了反駁。這使我們

不易釐清「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的連結，本文認為自然資源是否對國家發展

有正面的幫助，主要關鍵是如何使用它，本文認為這涉及了自然資源租金如何

在國家法治下的框架下運用，因此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參、為什麼民主體制限制了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詛咒？

乍看之下，在上述的文獻檢閱中，自然資源是否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沒

有定論。再者，如果自然資源對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利，那麼這種詛咒應該一體

適用在所有的政治體制之中，不分民主或是非民主國家。但是本文認為，在第

貳節中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不利的說法，可以在民主制度的架構下改善。

政治學報(67)-01 平思寧.indd   6 2019/7/12   下午 05:10:54



 7 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一個混合研究法途徑的分析

一、自然資源中的政治因素

上節的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出，自然資源對於國家經濟的正面幫助在於它

是一筆幫助國家發展的非稅收資金，然而，這樣的資金如何運用，是所有資

源豐富國家在實踐上是否可以達到國家發展目的的關鍵；換言之，如何運用

即在於國家的政治體制運作。然而這樣的體制有可能在資源豐富的國家中惡

化 (Sandbakken, 2006)。學者認為食租國家在特殊的產業背景之下，國家若無

法擁有完整且強而有力的法律框架，政治人物往往優先考量建立「恩庇政治」 
(patronage politics)，藉由提供資源收益給支持者換取政治支持等無法自律的行為 
(Collier & Hoeffler, 2005; Robinson, Torvik, & Verdier, 2006)，資源產生的收益使

得經濟結構與政治的發展相互扭曲，導致貪污的行為進而降低了經濟發展的可

能。例如過去的研究提到，不論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世界上多數的國家，

豐富的自然資源容易伴隨著貪污 (Arezki & Gylfason, 2013; Losman, 2010; Okada 
& Samreth, 2017)，而鬆散的法律體系與監管制度若與資源豐富國家結合更有助

執政者「掠奪國家資產或是追求恩庇」(Vadlamannati & De Soysa, 2016: 458)，而

造成社會的不滿最終只能透過抗議等非正式管道發洩 (Omeje, 2006)。再者，國

家如果過於仰賴資源收入很可能導致國家能力的弱化，由於資源財富可以負擔

政府財政，政府藉由減少對人民的課稅，降低人民對政府的要求，這就是自然

資源帶來的「課稅效應」(taxation effect) (Ross, 2001)，稅收的免除同時降低了人

民對政府的課責，4以中國大陸為例，較依賴自然資源的省分容易將政府部門轉

包給企業，這往往影響了國家能力與公共財的供給（如教育跟醫療）(Zhan et al., 
2015)。5

資源豐富國家很有可能因為資源所帶來的租金而被弱化，但是自然資源收

入若要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政治體制的完備是絕對無法缺席的，因此本文認

為，即便豐富的資源有可能會弱化國家能力，然而民主制度的完備是國家可以

妥善利用資源收益的框架，因為民主制度可以削弱資源所帶來的種種不利於經

濟發展的因素。

4 儘管並非專注在自然資源上，Levi (1989) 與 McDonald (2007) 也提出類似徵稅與課責關係

的見解。
5 Mavrotas, Murshed, & Torres (2011) 藉由 1970 ~ 2000 年的數據發現，國家愈是依賴如同石

油或是礦業等「點源」（point-source，指資源的生產集中於某個生產地點）資源，愈容

易導致治理能力下降並阻礙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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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在民主體制架構下的祝福

首先，國家因為自然資源稟賦而不願意提供有利經濟發展的公共財之顧

慮，可以被民主體制制約。在Bueno de Mesquita et al. (1999, 2003) 發展的「推選

人團理論」(selectorate theory) 中，所有政治體制的人民可分成可以決定政治人

物的「推選人團」，以及屬於推選人團的一部分，但可以實質維繫政治人物生

存的「獲勝聯盟」(winning coalition) 兩組人。在民主政體中的推選人團最大，

是由有資格投票的選民組成，而其獲勝聯盟則包含了50% + 1票，支持現任政權

的合格選民。非民主國家的這兩個群體規模則不一，但是總體上這兩個群體都

各自比民主國家的推選人團與獲勝聯盟小。6

對政治人物而言，維繫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從政的最高目標，而要維繫政治

生命的方式有兩種：他們可以提供公共財，如基礎建設、醫療與學校甚至是在

戰爭中獲勝 (Bueno de Mesquita, Morrow et al., 2004; Bueno de Mesquita, Koch, & 
Siverson, 2004) 等；也可以提供私有財 (private goods)，如進出口執照的壟斷、

企業特許權或是產業的寡占甚至獨占等，來滿足推選人團乃至獲勝聯盟的需

求。民主國家由於推選人團以及獲勝聯盟較大，對人民放送公共財是較有效率

的作法，因此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傾向提供公共財，這使經濟發展具備較大的

基礎，並降低了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不願意投注在公共財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可

能性。縱使部分的威權資源豐富國家也可能藉由資源收益提供公共財以維繫政

權生命，但跟民主政體相比，他們提供的公共財程度顯然不足。以2011年的中

東地區為例，地區內六個產油的「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成員國每一萬人的醫師數僅有歐洲的三分之一與美洲地區的二分之

一，護理師與助產士則分別是五分之一與三分之一 (Klautzer, Becker, & Mattke, 
2014)。在同一年中（參考圖一），人均GDP (GDP per capita)高出多數「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的卡達（圖一中數據點為QAT），以及和其他OECD國家人均GDP不相上

下的科威特 (KWT) 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ARE) 等GCC成員國，人均醫療支出都

不到2,000美元。縱使兩個組織的平均人均GDP約略相同（OECD：38,376.5美
元；GCC：40,234.6美元），平均人均醫療支出後者僅約是前者的四分之一（根

6 舉例而言，伊朗的獲勝聯盟，根據 Bueno de Mesquita & Smith (2011) 的說法，包含了共和

衛隊領導人、伊朗慈善基金會 Bonyads、準軍事部隊 Basij、什葉派領袖們以及部分的重

要商業領袖，這些人是由現在政權支持者的推選人團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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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The World Bank [2018b] 的數據以增加所有國家數的方式修改，Klautzer et al. 
[2014], Figure 4）。7

再者，如果政治人物藉由發放自然資源收益的方式，以及（或者）降低

甚至免除徵稅的方式減少社會與人民對政府的課責，同時增加了貪污與尋租行

為，那麼這種潛在不利影響可以藉由民主制度彌補。學者在實證中發現，民主

國家除了如上所述，較有意願分配公共財之外，也因為具有較強的課責性來降

低貪污促進經濟發展。民主國家可以藉由多種方式維持與強化課責，例如透

過不同於威權政體的決策程序以鼓勵政治課責 (Persson, 2002; Persson, Roland, 
& Tabellini, 1997)；或是民主國家可以藉由促進發展，使人民相信民主體制有

可能提供課責 (Camacho, 2014; Svolik, 2013)；此外，在政黨競爭選民滿意度

的過程中，政治較有可能建立透明性以及制度的持續性 (Boix & Svolik, 2013; 
Magaloni & Kricheli, 2010)；而公民社會角色的突出與公民權利的保障，也解

釋了為什麼民主政體有較高的課責程度。這些競爭與保障等原則，除了是政治

7 代表 OECD 總人均 GDP 平均值的觀察值在圖一中的縮寫為 OED，另外，該圖並不包含

在 2016 年才加入的拉脫維亞。

圖一　GCC與OECD國家人均GDP以及人均醫療支出關係圖，2011年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18b)。
註：人均GDP (GDP per capita) 與人均衛生醫療支出 (health expenditure per capita) 均為現價美元 

(curren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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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重要元素以外，也促進國家的經濟增長 (Alfonso-Gil, Lacalle-Calderón, 
& Sánchez-Mangas, 2014; Czegledi, 2015; Hill, 2016; Korhonen, 2004)。實證中也

發現，在資源豐富的國家之中，民主體制可以減少貪污的存在與尋租行為的發

生 (Bhattacharyya & Hodler, 2010; Bulte & Damania, 2008)。我們可以在非洲大

陸看到，以鑽石做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之一的波札那，是從獨立以來就是民

主政體的非洲國家，政治清廉度長期居非洲國家首位。相對地，在Diamond & 
Mosbacher (2013) 的觀察中提到，從自然資源中獲得大量收益的發展中威權國

家，對於這樣龐大利益的運用多數並不恰當。因此，在同一個大陸上，由於欠

缺適當的政治透明度以及制度，在安哥拉、赤道幾內亞與奈及利亞等國，資源

收益多數都被用於強化個人的統治上或是滿足私人利益，這使得經濟發展並沒

有受益於自然資源的挹注。

儘管本文認為民主體制應該比其他政體具備較佳的治理能力，彌補因為自

然資源對國家治理帶來的負向影響，但是近來也有不少文獻質疑這種說法，並

認為威權政體可能表現較佳。但是本文認為，除了在推選人團理論之中已經提

及，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為了延長政治生命而必須「盡力」(try harder) 提供公共

財以延長政治生命以外，這種「盡力」就意味著民主國家有較佳的治理能力。

此外，其他的證據如民主國家有較高的選舉競爭程度，因此在不確定下次選

舉是否能夠當選下，必須要「更能夠」(abler) 提供公共財。例如在Y.-T. Wang, 
Mechkova, & Andersson (2018) 中就提到，因為受制於高度的選舉競爭程度，民

主國家可以提供更佳的公共衛生結果。這使得本文主張，當國家的治理能力受

到自然資源削弱時，民主可以遞補這個空間的說法成立。此外從政治體制不同

角度著手，並認為民主在提供公共財方面優於威權政體者，還包含了如認為民

主國家中因為課責度 (accountability) 較高，因此政治人物比較容易在施政上不

佳受到選民懲罰而必須提高供給公共財的能力 (Besley & Kudamatsu, 2006)。我

們也可以從Fearon (1994) 發展的「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s) 中發現，在政策

上提出想法或願景但是卻又做不到的政治人物，會受到聽眾（如國內選民或是

關鍵團體）的處罰，這也顯示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必須相當盡力完成其提出的

目標。易言之，縱使威權政體也有選舉競爭、也有課責或是聽眾成本 (Weeks, 
2008)，但是其程度上都不如民主程度高。

此外，本文也以Fearon & Laitin (2003) 使用的人均GDP (The World Bank, 
2018b)、Kraay, Kaufmann, & Mastruzzi (2010) 發展的世界治理指數（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中的政府效率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 的貪腐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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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Messner et al. (2018) 的脆弱國家指數 (Fragile State Index, FSI) 與 The 
PRS Group (2018) 發展，由貪污、法律與秩序 (law and order) 以及官僚素質

(bureaucratic quality) 等三個面向構成的「政府品質指數」 (Indicator of Quality 
of Government) 等五個國家治理能力的指標，檢驗政治體制 (Marshall, Gurr, & 
Jaggers, 2018) 與國家治理能力的相關性，統計結果請參考附錄一。

統計結果顯示，所有的國家治理指數與政治體制之間呈正相關性，亦即當

政治體制的分數愈高（民主），則國家的治理指數愈高（能力愈佳），且五個

指數中有四個達到至少為90%的顯著水準。至於係數為負值的脆弱國家指數，

是因為在編碼中，脆弱國家指數的分數愈低代表治理能力愈佳。因此，民主國

家具備較佳的治理能力不論從理論上或是實證上，應該都可以得到支持。

事實上，我們從上述的實證檢驗也可以得出一個觀察，就是民主對於國家

建構 (state building) 可能扮演一個更積極的作用，並藉此抵銷了自然資源對國家

建構帶來的不利影響。上述的觀察也可以從近來的研究中看到，依賴自然資源

的國家影響了諸如國家徵稅能力或是司法的獨立性等與國家建構相關的能力指

標 (Crabtree & Nelson, 2017; Grant, 2010; A. D. Jensen, 2011)，但是民主政體卻可

以強化國家上述能力的建構 (Carbone, 2013, Carbone & Memoli, 2013; E. H. Wang 
& Xu, 2018)，使之成為有現代意義的國家，這也有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民主可以

抵銷自然資源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影響。8

最後，儘管並沒有直接相關，但是民主體制可能藉由促進經濟體系多樣化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的途徑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改善了自然資源對經濟發

展的影響。實證研究已經發現，民主國家不論其自然資源稟賦多寡，都比較可

能讓其經濟體多樣化 (Ahmadov, 2014; Cuberes & Jerzmanowski, 2009; Luong & 
Weinthal, 2006)，這有兩個正面的效果。第一，經濟多樣化降低了國家因為依賴

自然資源而受到國際市場的衝擊，這抵銷了在前一節中所言，依賴自然資源為

國家收益來源的經濟體容易受到國際原物料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因此不利國

家的經濟發展。以委內瑞拉為例，由於國內經濟有一半依賴石油，且石油更占

出口收益的90%，委國自2013年以來的石油價格崩跌，使得國家的總體經濟規

模在2017年底之前縮水了35%，人均國民所得更減少了40% (Clemente, 2017)；
同樣地，因為油價的下跌減少了石油收入對國家財政的挹注，跟前一年相比，

沙烏地阿拉伯在對提升或促進人力資本素質都扮演關鍵角色的教育以及醫療

8 作者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提出的此點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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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在2016年時分別減少了11%以及34.4% (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5)。

第二，經濟多樣化因為需要較大程度地將國家發展的主力從第二級產業的

自然資源產業轉往需要人力資本的第三級產業（如服務業），由於對人力資本

的投資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此較可能促進經濟增長。實證也證實，當國

家經濟結構較大程度依賴自然資源時，國家對教育的投資（如教育支出）與教

育表現（如各級學校入學率）等往往較低 (Frantál & Nováková, 2014; Hong, 2017; 
Zhan et al., 2015)，Hong (2017, 2018) 的研究甚至發現，威權政體如果富有自然

資源，則他們更沒有意願提供社會支出，並間接導致國家經濟發展的障礙。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不利效果藉由民主政治體制

減少。本文假設如下：

假設一：民主體制較能夠促進依賴自然資源做為國家收益的經濟體之經濟增長。

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文在接下來的兩節之中，將分別以大樣本 (large-n) 
研究方法（第肆節）以及比較個案研究方法（第伍節）的混合研究法證實之。

肆、大樣本觀察

一、變數

本文首先在本節中進行大樣本研究法，以檢視自然資源對國家經濟發展

的影響，並採用1960 ~ 2016年之間所有國家的數據為之，並同時參考了Barro 
(1998)、Sachs & Warner (1995, 2001) 在探討經濟增長時對依變數、自變數與控

制變數的選擇，9所有的變數來源除非另有解釋，均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

指數」(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The World Bank, 2018b)。10

首先，在依變數部分，本文定義的國家經濟發展，為「以2010年不變價美

9 以這幾篇文章的變數為準，除了他們提供檢驗自然資源與其他因為與經濟發展關聯性的

計量結果以外，也有相當高的引用率。截止於 2018 年 8 月 15 日，Barro (1998) 有 6,411
筆、Sachs & Warner (1995) 有 5,541 筆、Sachs & Warner (2001) 則有 3,847 筆的引用次數。

至於是否在本文中因為沒有包含某些變數，導致我們對 β與誤差項的估計產生偏誤，而

出現「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作者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但是以增加

變數的方式並不必然降低上述的估計值偏誤，這部分的討論見 Clarke (2005, 2012)。
10 變數的中文名稱以世界銀行的中文官方網頁為準：https://data.worldbank.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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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計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per capita, constant 2010 
US$) 前一年與今年的差異：

 ∆人均GNI = 人均GNIt － 人均GNIt–1 (1)

其中t為時間（年）、∆代表人均GNI兩年之間的差異。

自變數則分別為民主與自然資源的測量。前者的數據來源是體系和平中心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CSP) 的政體第四版 (Polity IV)。這個資料庫中將一國

民主表現的分數評價在 ±10的次序尺度 (ordinal scale) 之間，分數愈高代表民主

表現愈高。在操作上，作者將這個次序尺度先加11以後再除以21，使得原先的

分數轉換成一個介於 1
21  ~ 1之間的連續尺度。11

其次，本文以人均「（自然）資源租金」總額占GDP百分比 (Total natural 
resources rents, % of GDP) 做為自然資源的代理變數 (proxy variable)，測量國家

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12所謂的「資源租金」根據定義，是指石油、天然氣、

軟煤與硬煤、礦產與森林等自然資源種類（如註釋1所提到），每一單位自然

資源的商品價格與平均生產成本之間的差異，以及差異總和占GDP的比例。由

於租金意謂著自然資源多屬非經過人力資本投資得出的不勞而獲之財 (unearned 
income)，國家容易以這些所得支持當前國家的支出而忽略投資長期可以應用

的資本 (The World Bank, 2018b)，例如在前一節中所提的人力資本。因此，用

「資源租金」衡量國家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應屬適切。在估算人均資源租

金 (natural resource rents per capita) 時，我們將前述的資源租金乘上國家當年

度的GDP以後，再除以人口總數為之。當年度GDP是指現價美元 (GDP, current 
US$)。因此，計算方式如下：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 resource rents, % of GDP × GDP, current US$
population, total  (2)

計量經濟模型中要測量變數之間的條件性，以建構互動項 (interaction term) 的方

11 本文維持變數的原分數，而不以門檻值 (threshold value) 將國家兩分成民主或不民主，避

免逕自決定門檻值而產生選擇偏誤 (selection bias)。
12 實際上，本文亦將第二級第三個不同的自然資源變數視為穩健性檢測 (robustness checks)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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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之 (Brambor, Clark, & Golder, 2006; Braumoeller, 2004)，將兩個變數數值相

乘。因此，我們也建構了「民主」 × 「人均資源租金」。

在控制變數方面，我們參考了過去的主要著作後加入了以下幾個變數。

經濟方面的控制變數有二 (Sachs & Warner, 2001)：我們用貿易額占GDP比例 
(Trade, % of GDP) 測量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此指標衡量國家出口貨物與服務的

占國家GDP的比例，藉此觀察該國對於製造與服務業的成長，也可看出出口活

動的興盛。其次，外國直接投資淨流入占GDP的百分比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 of GDP) 投資的流入也是經濟成長中重要的一個因素，資金的流入

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資本，促進國家發展。另外，本文也納入在Sachs & Warner 
(2001) 提到的熱帶氣候占國家領土面積的百分比，因為地理因素很可能會造成

經濟生產在先天上的不良條件 (Gallup & Sachs, 2000; Gallup, Sachs, & Mellinger, 
1999)，因此這也是被考慮的控制因素之一，這個變數的數據來自Nunn & Puga 
(2012)。

再者，我們也參考Barro (1998) 的文章後，增加了人民的教育水準以及

政府總支出等兩個變數，並分別以中學入學率的淨百分比 (school enrollment, 
secondary, % net) 以及一般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general government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of GDP) 估算。除了考慮物質資本之外，由於人

力資本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同樣地重要，Barro 採用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的指標，

而本文則使用中等教育的入學率比例。另外，本文也納入了一般政府最終消費

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作為控制在大政府的非必要支出下，對於國家生產力與

經濟成長可能的影響 (Afonso & Furceri, 2010)。最後，我們也將本文的數據區分

成六個地理區：非洲、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與大洋洲等，這個分區也

是依據Nunn & Puga (2012) 的作法而來。這六個地理區的編碼為虛擬變數，凡屬

於某一地理區的國家或政治實體編碼為1，否則為0。

二、模型

本文的觀察值包含了1960 ~ 2016年之間世界銀行涵蓋的217個國家或政治

實體的數據（但是受限數據完整性，最後統計結果無法呈現所有政治實體的

結果），因此數據結構屬於縱橫的型態。本文主要採取縱橫方法中的隨機效果 
(random-effects, RE) 模型，除了可以模擬本文中不隨時間變動（如熱帶氣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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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變不大的變數（如政治體制）對依變數的影響外，13也可以使我們模擬不隨

時間變動的變數如何影響到會隨時間變動的變數 (Bell, Fairbrother, & Jones, 2019; 
Bell & Jones, 2015: 139)，但本文也同時以固定效果模型同時檢視數據。而本文

為了避免相反因果 (reverse causality) 的可能性，因此所有的依變數全部設定成

一年延遲（李佳怡、蔡宗漢，2015）。因此，本文的模型如下：14

 

∆人均GNIit =  α + 民主it – 1β1 + 民主 × 人均資源租金it – 1β2 + 

人均資源租金it – 1β3 + n

i = 1∑  βit – 1X' + ϵit, 

i = 1, ..., N, t = 1, ..., Ti

 (3)

其中，i為國家而t為時間（年）；
n

i = 1∑ βit – 1X'代表所有本文的控制變數及其係

數；ϵit = μi + λt + νit中，μi 為觀察不到的個別效應、λt 是觀察不到的時間效應、

νit 則是誤差項。最後，因為並非所有國家的資料都涵蓋1960 ~ 2016年，本文

的模型也以Baltagi & Wu (1999) 發展的一般化最小平方估計式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 estimator) 控制了在數據結構不均衡下的一階自我迴歸 (first-order 
autoregressive, AR[1])。15

13 換言之，本文不以經常被用來檢驗隨機效果抑或是固定效果 (fixed-effects, FE) 模型適用性

的 Hausman 檢驗來挑選模型。而是藉由包含或是排除不隨時間變動的變數，同時涵蓋兩

種計量模型。此外，在本文中預先執行的拉氏乘數檢測 (Breusch-Pagan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Breusch & Pagan, 1980) 也拒絕了本文應該採取「最小平方估計式」(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estimator) 的可能性（如同 Sachs & Warner [1995, 2001] 中，先計算 1970 ~ 
1989 年的平均數以後所為）。

14 某些檢驗條件性相關性的模型似乎也可以應用在本文之中。但是，本文的計量模型是根

據本文的資料結構以及依變數類型而來。除了本文的資料結構就是屬於「時間序列橫

斷面」的資料結構以外，由於模型的依變數屬於連續變數 (continuous variable)，為線型 
(linear) 模型，而非二元 (binary) 或是類別 (categorical) 或其他的質性 (qualitative) 變數或

是離散 (discrete) 變數，因此不需使用非線性模型（例如 logit 或 probit 模型，這部分可以

參考 Hausman & Wise [1978]。雖然此篇文章是 1970 年代末期的著作，但是統計原理並未

改變），如條件式 logit 模型。最後，本文旨在分析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

關性，因此並未應用因果推論的統計模型，故本文也無納入任何工具變數，是以本文的

模型採用一般的迴歸模型。對於模型的進一步解釋，作者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的意見。
15 在本文中之所以一般化最小平方估計方程式，是因為認為在本文的模型中，本文過去發

生的效果可能會影響到當前要解釋的結果變數 (outcome variable)，也就是自我迴歸的問題 
(autocorrelation)。由於在自我迴歸的狀況下會使得我們的估計有誤，因此藉由控制自我迴

歸的問題，可以提高本文模型的估計準確性。對於模型的說明，作者感謝其中一位審查

人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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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結果

在呈現本文的大樣本數據統計結果之前，請參考表一的描述統計表，至於

統計結果請見表二。在描述統計表中，凡是量性變數者本文呈報平均值、標準

差、最小值與最大值，質性變數則呈現頻率分配 (frequency distribution)。至於表

二則包含了三個模型。

從表二的三個模型來看，民主這一變數對於國家的人均所得變動而言為正

向關聯性，人均自然資源租金則都為負向，至於兩者之間建構的互動項與人均

所得變動之間的關係則是正向，這符合本文在第參節中，民主不僅可以降低自

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負向影響，而且能夠促使國家投注自然資源在經濟發展之

上的說法。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民主的程度愈高時，則資源租金對於人均GNI的
影響愈為正面，這意味著民主更可以抵銷資源租金對於經濟的負面影響並轉化

成正面的幫助。易言之，國家若民主程度愈低，則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不利

影響就較容易顯現。反過來說，當資源租金對於人均所得的負向影響愈大，則

民主對於該結果變數的正向影響就愈大。因此，我們可以說民主對於資源租金

在經濟上產生的不利影響，會有緩和的效果。而三個互動項均至少達到了90%
的顯著水準。

表一　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的描述統計表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值

人均GNI差異 183.57 1,087.16 -32,235.97 16,870.90 4,779
民主 0.68 0.32 0.05 1.00 4,546
人均資源租金 40,647.527 188,470.742 0.00 3,318,643.25 4,432
民主 × 人均資源租金 17,005.334 60,795.828 0.00 1,169,989 4,206
貿易開放程度 78.85 53.11 7.75 531.74 4,778
外國直接投資 3.95 13.84 -58.32 451.72 4,265
中學入學率 0.95 0.18 0.21 3.02 3,125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15.88 7.23 2.05 135.78 4,762
熱帶氣候 37.61 43.45 0.00 100.00 4,742
非洲 0 = 3,377 1 = 1,365
亞洲 0 = 3,503 1 = 1,149
歐洲 0 = 3,598 1 = 1,144
大洋洲 0 = 4,636 1 = 106
北美洲 0 = 4,636 1 = 576
南美洲 0 = 4,340 1 = 4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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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的統計結果（1960 ~ 2016年）

變數名稱

∆人均GNI差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民主 206.30***

(3.02)
237.80***

(3.44)
207.70***

(2.81)
人均資源租金 -0.0000859

(-0.80)
-0.0000886

(-0.83)
-0.0000664

(-0.62)
民主 × 人均資源租金 0.000625*

(1.90)
0.000648**

(1.97)
0.000635*

(1.92)
貿易開放程度 -0.17

(-0.34)
-0.0102

(-0.02)
-0.34

(-0.68)
外國直接投資 -6.13***

(-3.07)
-6.12***

(-3.05)
-5.90***

(-2.94)
中學入學率 4.28***

(6.20)
3.20***

(4.05)
2.92***

(3.08)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1.02

(-0.39)
-2.99

(-1.12)
-4.18

(-1.51)
熱帶氣候 -1.54***

(-2.90)
-1.01*

(-1.78)
非洲 144.30*

(1.86)
亞洲 129.70*

(1.84)
歐洲 275.50***

(3.39)
大洋洲 349.70*

(1.76)
北美洲 152.90*

(1.95)
常數 -201.40***

(-3.30)
-80.77
(-1.09)

-173.50*

(-1.67)
觀察值 3,041 3,021 3,021
國家數 143 141 141
Prob > χ2 122.03*** 130.47*** 143.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1. 括弧中為t值。

 2. *p < 0.1，**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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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解釋互動項時，以圖來解釋係數的變動會比文字的敘述還好，16因

此，本文也根據Brambor et al. (2006) 與Williams (2015) 的作法，繪製了邊際效

果圖 (marginal effects plot) 來分別檢視民主與資源租金的互動關係。在圖二的上

圖檢視將人均資源租金控制在其平均數 (44,399.448) 時，當民主此一變數變動

時對人均GNI所得變動的影響。圖2的下圖則為相反，我們將民主的分數控制在

平均數 (0.573) 時，檢視人均資源租金如何影響到人均GNI的變動。其結果如統

計結果所示，在上圖中，若人均資源租金維持不變，當民主程度愈高時（0.05 ~ 
1），人均GNI變動就是正值（也就是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差異升高），國家經濟

發展變佳。在下圖中，在民主程度維持在所有樣本數的平均值時，當人均資源

租金愈高，人均GNI差異的變動就是負值（也就是也就是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差異

下降），國家經濟發展變差。

至於控制變數部分，貿易開放程度、外國直接投資與熱帶氣候比例等在模

型中與人均GNI差異之間呈現負相關性。其中除了貿易開放程度以外，後兩者都

在統計上達到了99%的顯著水準。儘管沒有進一步分析國家的貿易結構或是外

國直接投資的資金比例，從統計結果以及國家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等因素判斷，

本文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國家貿易傾向集中在初級原物料產業、且外國直接投資

也可能是以投資開採自然資源的產業為主，因此對外貿易開放或是外國資金的

流入，有可能是導致人均GNI差異下降的原因。至於熱帶氣候百分比部分，我們

可以說，若熱帶氣候領土比例每增加一個百分比，人均GNI差異變動分別在模型

2中下降1.54以及在模型3中下降1.01美元，亦即國家的經濟增長趨緩。

至於中學淨入學率以及政府最終消費支出部分其統計結果並不一致。首

先，中學淨入學率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正面的影響，且三個模型中均達到99％
的信心水準。相對的，政府最終消費支出與人均GNI差異之間為負相關，但是並

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如何探討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之間的關聯

性需要進一步檢視。最後，六個地理區（以南美洲作為參照組）的影響多數也

顯著，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初步認定，地理區域的劃分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有

其相關性。

16 舉例來說，在文字解釋互動項時，我們必須考慮原變數以及互動項兩者的係數。因此，

若要解釋在本文樣本中當資源租金變動時帶來的預期人均 GNI 變化，其變化應該為：

(206.3 + 0.000625 × 互動項 ) × 1 ÷ 21。此時如果人均資源租金為 0，則民主對人均 GNI 的
影響為當民主每增加一個單位時，在控制其他變數不動之下，可以使人均 GNI 上升 9.82
美元 ([206.3 + 0.000625 × 0] × 1 ÷ 21 = 9.82)。但是，如果人均資源租金為 3,318,643.25 時

（意即本文樣本數中的最大值），這個數值則為 108.59 美元。這意味著愈民主的國家愈

可以使租金轉化成對人均 GNI 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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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民主、資源租金與人均GNI變動的邊際效應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上圖是將人均資源租金控制在平均數後，檢視民主程度 (democracy score) 增加對人均GNI變
動的影響；下圖則控制了民主程度在平均數後，檢視人均資源租金 (natural resource rents per 
capita) 增加對人均GNI變動的影響。直線代表95%信心區間內的預期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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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利用另一個測量自然資源的指標：自然資源耗損占GNI的百分比 
(adjusted savings: natural resources depletion % of GNI)。這是一個檢驗國家GNI增
長的過程中，國家耗費了多少的自然資源稟賦達成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因為

自然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其占GNI比例愈高，國家就愈難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統計結果也與表二的結果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民主對人均GNI差異的影響為正

向，自然資源耗損為負向，兩者的互動項則為正向，至少達到了90%的顯著水

準。受限於篇幅，統計結果請參照附錄二。

儘管經由本文的主要統計模型中發現，民主對於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帶

來的負面影響不僅有抑制，也同時有轉成正向影響的效果，我們也同時必須思

考，是否這樣的結果主要受到部分地區的影響，例如歐洲地區國家。歐洲因為

國家發展的關係，在1960 ~ 2016年之間的數據之中有相對較高的民主體制比

例，本區平均的經濟發展水準也遠較其他區愈高。因此，本文也建構了一組以

開發中或是低度開發國家為主體的統計模型，嘗試檢證是否在排除了已開發經

濟體以後，民主依舊可以在中低度開發國家中發揮抑制自然資源詛咒的作用，

也以此模型作為本文的穩健性檢驗 (robustness check)。在作法上，本文參照了

The World Bank (2018a) 中以GNI Atlas Method，自1987年以來依據人均GNI區分

的四個經濟群：高所得、高中所得、低中所得與低所得等的作法，並將後三者

視為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然因分類是從1987年開始，因此本模型的時間序

列將限縮在1987 ~ 2016年之間，跨國分析部分則僅包含了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

家。統計結果請參考附錄三。

統計結果顯示，不論我們是否排除了已開發國家，民主與自然資源對於人

均GNI差異的影響與原模型依舊一致。更重要的，由兩個主要因素建構的互動項

不僅在係數上為正，且其顯著程度均達到99%，這也再次顯示民主均有助轉化

並利用自然資源於經濟發展上，不論我們檢驗的對象是全體國家抑或是開發中

與低度開發國家。17

從本節建構的簡單統計模型結果來看，自然資源對人均GNI成長的不利影

響，在民主體制中被抵銷了。而且因為民主體制本身發揮的作用及功能，反而

促成了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這符合本文文獻中部分學者所提，自

然資源應該是一種祝福而非詛咒的說法，只是這必須根據政治體制而定。在經

過大樣本的數據檢驗以後，本文在下節中將以個案研究法的方式探討兩個非洲

國家，做為本文的個案支持。

17 作者感謝審查人所提，應該嘗試檢驗民主與自然資源對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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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個案研究：迦納與喀麥隆

一、個案研究方法：最大相似法

本文在上一節中經由統計檢驗證實了條件式資源詛咒，也就是民主可以限

制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詛咒。我們進一步想問的是，個案是否可以給我們更

細緻的解釋？儘管在本文之中，我們曾經提出了民主如何抑制自然資源對經濟

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之理論說法（第參節），也經過大樣本分析確認了民主體

制確實發揮作用，但是統計結果無法仔細檢視究竟民主如何發揮如提供公共財

並約束尋租行為。換言之，縱使我們連結了民主、自然資源及兩者互動項之間

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我們無法確定是否民主體制真的能夠發揮上述的功能。

因此，本文認為從個案中，藉由深度討論檢視在依賴自然資源的國家之中，政

治體制如何扮演其角色有其必要，因為在個案研究中，我們可以見到在通則性

探討上無法處理的問題。18

對此，本文擬藉由比較一組在經濟與社會結構組成類似，甚至是採取政治

轉型的時間點高度雷同，但是其後發展不一的非洲國家，迦納與喀麥隆，探析

民主對資源詛咒的制約。個案的選擇方法採用「最大相似法」，19就是我們先假

設個案之間的可相比性 (comparability) 是基於它們各方面條件的高度相似性，

但是其結果變數卻不同，因此從中尋找解釋它們差異的關鍵因素 (Gerring, 2001: 
209-212; Ross, 2008; Seawright & Gerring, 2008)，如表三所示：20

18 本段文字之補充，作者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的悉心閱讀與建議。
19 根據 Gerring (2006, Table 5.1) 的分類，在個案選擇的方法中，分別有在一個或是多個案

例（中）：一、在某些跨案例關係中為典型案例的典型案例 (typical case) 法；二、兩個

或多個案例闡述變數之間充分變異性的多樣案例 (diverse case) 法；三、經典闡述變數之

間極端或是異常關係的極端案例 (extreme case) 法；四、背離某些跨案例關係的異常案例 
(deviant case) 法；五、在解釋變數中有重大影響力的影響力個案 (influential case)；六、最

有可能或最不可能呈現某一結果的關鍵案例 (crucial case) 法；七、是某一解釋變數，而

非另一個可能造成結果變數出現的路徑案例 (pathway case) 法；八、兩個或多個案例在關

鍵解釋與結果變數以外，在某些特定變數中相似的最大相似法；九、兩個或多個案例在

關鍵解釋與結果變數以外，在某些特定變數中不同的最大差異 (most-different) 法等九種。

本文之所以採取最大相似法，而非嘗試從個案中挑選可以錦上添花的典型案例法或是背

離原先相關性通則性討論的異常案例法，是因為本文更想要瞭解，當本文最主要的解釋

變數：民主存在與否或是程度高低，是否能夠抑制自然資源詛咒，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優

劣具備相關性。對於個案選擇方法的解釋，作者感謝審查人提出的建議與指正。
20 所謂的高度相似性或是程度高低之別，都是如同 Gerring (2001: 201-211) 所稱，在社會科

學中許多因素並非是二分法（例如存在與不存在），而多是程度強弱或是大小有別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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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在最大相似法上的個案選擇，我們之所以選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而非

其他區域甚至是跨區域性的比較，主因在於首先非洲大陸預計在未來將會增加

十幾個產油國 (Diamond & Mosbacher, 2013)，因此更容易面臨資源帶來的影響，

另外，相較於中東地區或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48個國家之間本身存在

的歧異性更高，這促使我們在篩選個案上更為審慎外，也讓本文在尋找國家內

部高度相似的國家個案時更具代表性。因此，我們根據以下幾個標準選擇個

案：第一，我們排除了經常做為非洲焦點的大國如奈及利亞與南非，21以及在資

源詛咒上熟知的國家如波扎那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等；第二，國家人口規模約略

介於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值（2,133萬）左右而資源租金在2001 ~ 2014年
之間在48國平均值左右 (13.15%)；第三，在2001 ~ 2015年之間，國家沒有重大

的政治問題（如政體轉型或是政變）等導致政治體制有較大異動者；最後則是

族群、語言與宗教多樣性等多元文化指標接近等。這些標準最終產生使我們得

到了迦納與喀麥隆（參照表四）兩國。

迦納與喀麥隆這兩國不僅在表四中所列的客觀條件高度相似，甚至在民

主轉型上也有類似的經驗，只是因為民主轉型的結果截然不同，導致國家經濟

題，因此將此類變數以程度區分會較有意義。這也符合本文在第肆節中對「民主」這一

變數的操作，是以程度高低操作，而非「民主」與「非民主」的差異。
21 例如我們檢視了《經濟學人》2016 年 7 月 16 日到 9 月 30 日之間「中東與非洲」（Middle 

East and Africa）專欄共十期週刊後發現，扣除經常與中東劃成一區的北非以及綜合性

報導以外，南非與奈及利亞的報導各有四則，其次為辛巴威與尚比亞的兩則，剩下的七

則才是其他單一國家的報導 (The Economist, 2016)。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定義是根據 The 
World Bank (2018a) 的地理區分而來。

表四　最大相似法篩選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

國家

政治體制

（2001 ~ 2015年）

人口

（2015年）

資源租金 (%)
（2001 ~ 2014年）

族群／語言／宗教

多樣性

人均GNI
（2015年）

喀麥隆 -4.00 (0.00) 19,677,312 11.14 0.86 / 0.89 / 0.73 1448.80
迦納   7.60 (0.83) 23,205,208 14.19 0.77 / 0.67 / 0.79 1602.90

資料來源：Alesina et al. (2003);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7); The World Bank (2018b)。
註：括弧內為標準差；政治體制與資源租金分別是多年平均。

表三　最大相似法

變數 X1 X2 X3 X4 X5 . . . Y
國家A 民主程度高 自然資源 ✓ ✓ ✓ . . . 經濟表現好

國家B 民主程度低 自然資源 ✓ ✓ ✓ . . . 經濟表現差

資料來源：依據Gerring (2001: 211, Table 9.3) 修改。

註：打勾者代表條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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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也出現差異，這使本文的個案選擇能夠符合表三的結構。我們如果進一

步從表五中探查兩國的經濟表現，就可以發現迦納與喀麥隆兩國在民主化前

後時期的經濟發展指標差異。在民主化前的卅年，喀麥隆的人均GDP成長幅

度 (700.54%) 遠高於迦納的120.02%，但是1991年以後伴隨著民主轉型的成效差

異，1991年以來的15年是迦納高於喀麥隆。而其他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迦納大

致上也比喀麥隆優異。

因此，我們認為以政治體制的差異解釋迦納與喀麥隆的經濟發展相當適

切，這正是兩國在1990年以後經濟發展趨勢不同的分水嶺。然而，在討論依賴

資源的國家如何因為政治體制差異影響經濟表現時，我們必須先克服一個方法

論上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國家的民主轉型成敗與否，是否受到自然資源的影

響：自然資源與民主倒退、停滯或威權鞏固之間是否有內生 (endogeneity) 關係

存在。因為資源詛咒論者認為，國家對自然資源秉賦的依賴程度愈高，推動民

主轉型的可能性較低。

對此，我們認為在迦納跟喀麥隆的政治發展之中較難見到自然資源發揮的

作用，因為這兩國的政治發展運動更像是國際壓力下的產物。迦納與喀麥隆均

在1960年代左右獨立，也都在1980年代初期經歷了政治強人的上臺，並在1992
年，在同樣承受第三波民主化的區域與國際壓力以及經濟發展陷入瓶頸下開

始民主化的嘗試（儘管成效不同）（嚴震生，2009；Boafo-Arthur, 2007）；再

者，自然資源是否弱化了民主轉型後的政治表現，則可以藉由1992年之後的數

據得出。我們若根據兩國1992年第一次選舉以後的十年（1992 ~ 2001）民主轉

表五　迦納與喀麥隆的主要社會經濟指標變化

指標名稱 迦納 喀麥隆

人均GDP成長幅度 (1961 / 1990) +120.02% (182.98 / 402.59) +700.54% (115.41 / 923.88)
人均GDP成長幅度 (1991 / 2015) +215.02% (438.52 / 1,381.41) +25.04% (1,000.32 / 1,250.78)
人類發展指數變化 (1980 / 2014) +0.16 (0.42 / 0.58) +0.11 (0.41 / 0.51)
貪腐印象指數變化 (1998 / 2015) +14 (33 / 47) +13 (14 / 27)
Ibrahim非洲治理指數 (2008 / 2015) +0.80 (63.10 / 63.90) +1.70 (44.00 / 45.70)
經濟自由指數（撒哈拉以南非洲排

名，2016）
5 / 48 27 / 48

經商環境指數（撒哈拉以南非洲排

名，2016）
9 / 48 37 / 48

資料來源：Miller & Kim (2016); Mo Ibrahim Foundation (2008-2015);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5); The World Bank (2017, 2018b)。

註：因為兩國在實證模型中的人均GNI資料不足的關係，本表以人均GDP顯示經濟增長，而人均

GDP為現價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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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期來看，迦納與喀麥隆的資源租金分別是9.99%與10.41%。在這段期間迦納進

入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喀麥隆則是停滯不前。至於2002 ~ 2014年之間，迦納

的資源租金甚至提高到14.48%、喀麥隆則是11.22%，但是迦納在本時期完成第

二次政黨輪替（並在2016年達成第三次），這使得我們可以排除前述內生問題

或是逆因果的問題。

因此，自然資源不利國家民主轉型的說法至少在迦納與喀麥隆兩個案例上

並沒有發現一致性的解釋。我們在本文中也能暫時排除自然資源對政治轉型的

影響，並預先假設政治體制的轉型是取決於政治人物的考量，並藉由政治表現

的不同來解釋自然資源豐富國家的對經濟發展，因此，迦納跟喀麥隆兩個個案

具有說服力，除了可以排除內生關係的疑慮以外，也能夠避免個案上的選擇偏

誤問題。在下兩節中，我們將分別討論迦納與喀麥隆的政治發展，並檢視政治

體制如何影響資源收益的管理，並因而左右經濟發展。

二、迦納

（一）政治發展背景

舊名為黃金海岸 (Gold Coast) 的迦納在1957年，從英國殖民地的身分轉變為

第一個獨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此後，領導獨立運動的Kwame Nkrumah開
始收緊統治，其成立的大會人民黨 (Convention People’s Party) 在1964年成為唯

一合法政黨。但Nkrumah在1967年遭政變下臺以後，迦納便陷入軍民政治交替的

政變輪迴之中，直到1981年Jerry Rawlings也因政變上臺並禁止多黨活動以後，

局勢方獲得「穩定」。1990年左右，由於國內經濟情勢不振，加上國際與區域

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如上小節所述），Rawlings在1992年主導通過新憲法並

恢復多黨統治，此後，迦納均以合憲以及符合民主程序的過程產生新總統與國

會，並因為選舉制度的影響使國家成為兩黨制。截至最近一次（2016年）的總

統選舉，總統一職分別由國家民主議會 (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 NDC) 在
1992年、1996年、2008年與2012年，以及新愛國黨 (New Patriotic Party, NPP) 在
2000年、2004年與2016年勝選。

不論從學者或是資料庫的評估（如圖三）來看，迦納已經成為一個民主表

現相對穩定的國家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7; Freedom House, 2016; Oppong 
& Oppong, 2003)。迦納的政治表現分數從2000年以後因為政黨輪替日漸成熟

以及人民權利保護趨於完備等因素漸漸穩定。此外，迦納的選舉過程儘管競爭

激烈，但是結束後都是相對平和，敗選者也同意接受結果，這也顯示國家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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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運作成熟度。例如總統John Dramani Mahama在2016年12月敗選後，被問及

是否要以「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會員國的身分，介入因甘比亞總統Yahya Jammeh不願意承認敗選

（同時於2016年12月的選舉）而引發甘國政治動盪時，Mahama僅表示：「我有

我自己的﹝政權﹞交替要處理」為由婉拒（“Gambia’s Ruler Rejects the Election 
That Ejected Him: Will Diplomacy and the Threat of Force Remove Him?” 2016: The 
Economist）。22然而在2014年，迦納卻介入調解布吉納法索的政治動盪。這顯

示在敗選以後，總統Mahama尊重民主實踐，將政權交替列為優先事務。

（二）政治體制、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

如果我們從本文第參節提出的架構來看，迦納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執政者

對於應用自然資源與提供公共財的態度。做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或許因為

民主制度尚未完全成熟以及兩黨制在政綱上有實質差異的關係，迦納的政治人

物有動機在執政時運用自然資源鞏固支持者。再者，因為總統與國會在選制設

計上是同一天投票，而選舉結果都是同一政黨同時掌握兩個部門的關係，在贏

22 中括弧內的文字為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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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迦納的政治表現，1960 ~ 2015年
資料來源：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7); Freedom House (2016)。
註： Freedom House (2016) 的分數以8分減掉原來分數後依舊為1 ~ 7分，但現在愈高分（愈接近7

分）代表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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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全拿 (winner-take-all) 的情形之下，為了黨派一己之私運用自然資源收益的場

景也可能出現。Kopiński, Polus, & Tycholiz (2013: 587) 提到，正因為迦納的兩黨

都認為對方可能在執政時運用資源達成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們反而更加地必須

依賴公民社會的協助制衡執政者，避免恩庇政治的出現，因此，迦納在民主政

治上面臨的問題可能並非難以制約，甚至因為要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偏好

提供國家基礎建設。

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傾向以提供公共財這點，可以從迦納的小學教育看出。

首先，迦納的淨小學入學率 (school enrollment, primary % net) 在1999 ~ 2015年之

間成長了將近50% (61.34 → 91.11%; World Bank, 2018b)。再者，根據《迦納人

口與家計普查》(Ghana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在平衡城鄉入學率差距

上，2003年與2014年所做的兩次調查都顯示不僅城鄉入學率都上升（見表六平

均值），各區域的差距也在縮小（見表六標準差），而入學率高於70%的省分

已經占全國一半。最後，檢視兩性教育平權的「性別平等指數」（Gender Parity 
Index, GPI；指女生與男生的入學比例）在經過12年以後，已經從0.94 (Ghana 
Statistical Service [GSS], Noguchi Memori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NMIMR], 
& ORC Macro, 2004: 17-18, Table 2.4)（指每100個男生入學小學時，同時有94
個女生如此）進步到1.00 (GSS, Ghana Health Service [GHS], & ICF International, 
2015: 28-29, Table 2.13)，顯示男女之間的入學率已經對等。

區域差距縮小的意義在於，資源並不因為不同黨派而分配不公。不論是新

愛國黨主要的根據地的三個省分（Brong-Ahafo、Ashanti與Eastern），或是其他

支持國家民主議會的行政區域，結果都是淨入學率一體成長；再者，資源也不

因為族群而有分野，這意味著迦納自然資源收益的分配，不論政治意識形態上

均等分配，也不論族群均等分配。因為迦納是族群多樣性高的國家，而迦納的

行政區畫就是沿著族群分布畫出，因此兩者高度相關，這也恰好與表六初等教

育入學率的增長不謀而合。長年研究迦納族群政治的Chazan (1982) 認為，族群

之間無差別 (undifferentiated) 的資源分配不僅模糊了族群之間的分野，也使得他

們的流動更加容易。

表六　迦納初等教育入學率變動，2003年與2014年

年分 平均入學率% 標準差

省分數

70.0%以上 50.0 ~ 69.9% 0.00 ~ 49.9%以下

2003 58.44 11.20 1 6 3
2014 69.00   9.06 5 4 1

資料來源：GSS et al. (2004: 18, Table 2.4); GSS et al. (2015: 29, Table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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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迦納的政治發展在民主化以後受到公民社會與制度發展的制約，其中

一個特徵就是政治相對清廉。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 的調查，迦納在2015年的CPI是47分，但是在迦納首次被納入調查的1998
年，迦納的分數僅有33分。這儘管可以歸功迦納政府本身在1992年依據新憲法

成立「人權與行政正義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Administrative 
Justice) 負責反貪污、監察與人權發展事務，但是迦納的反貪表現仍舊是政府結

合民間的產物。因為儘管國家總體的反貪效果不錯，但是人民依舊不滿當前的

成效並質疑委員會獨立性。23拜新聞自由所賜，迦納的媒體在監督貪污上相對有

力，例如記者在2010年揭發迦納西部邊防因為收受賄賂，因此開放邊境讓走私者

將農作物運送到象牙海岸，並以高價售出的醜聞 (Asah-Asante & Brako, 2014)。

更重要的，迦納公民社會對自然資源管理的投入相當積極，避免國家任意

運用資源收益或是片面地與外國公司針對自然資源的生產簽訂契約。迦納對於

自然資源有相關立法規範其開發，但是該法律沒有規定收益的管理以及是否設

定獨立監察體系。因此，當2007年發現油氣田以後，24超過120名個人與60個組

織成立了「石油與天然氣公民社會平臺」 (Civil Society Platform on Oil and Gas, 
CSPOG)，負責「分享資訊」並「協調迦納公民社會在石油與天然氣部門的意見

與行動」 (Civil Society Platform on Oil and Gass Ghna [GSPOG], 2016)。這個組織

也成為監管自然資源收益最主要的非政府組織，幾乎所有關心資源分配的組織

都是平臺會員 (Kopiński et al., 2013)。

23 公民社會質疑的爭點在於委員會主席為總統指派，預算並由中央政府撥給 (Afesorgbor, 
2016; Asah-Asante & Brako, 2014)。

24 本節中我們探討迦納對石油收益的管理與規範，主要考量點在於下小節的討論中，喀麥

隆的主要自然資源就是石油，比較兩國相同的自然資源更可以顯現之間的差異。此外，

儘管迦納遲至 2010 年才開始商業性生產石油（如之後所述），但是根據 World Bank 的資

料，迦納在 1971 年時就有石油租金的數據（儘管在 1971 ~ 1978 年之間石油租金占 GDP
比例為 0%），並在 1979 年開始租金不再為零。因此，與第肆節統計操作與討論一致之

處在於，迦納的經濟發展早已經受到包含石油租金在內的自然資源租金影響，這與後續

提及，是否 2010 年迦納開始進行商業性生產石油有可能影響後續的經濟發展，事實上

可以視為一個延伸性的討論，商業性生產石油意味著跟其他自然資源相比，石油租金占

GDP的百分比提高，本文也認為石油與其他自然資源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應該別無二致，

因此在本文之中探討的是「自然資源詛咒」，而非「石油詛咒」或是「森林詛咒」。最後，

本文在個案研究中側重的焦點，更是在於國家如何因為政體體制轉變而產生不同於以往

的自然資源管理方式，使得國家能夠較有效的應用自然資源，將可能的詛咒轉化成對國

家發展的祝福。因此，做為自然資源中向來受到矚目的石油，探討迦納與喀麥隆兩國如

何因為政治體制差異而對石油有不同管理方式也有其代表性。對於本點的釐清，作者感

謝審查人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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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到公民社會、媒體及國會合作的壓力，迦納最終在《石油收

益管理法》(Petroleum Revenue Management Act) 與《石油開採與生產法案》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Bill) 中確保：第一，每年有 30% 的石油

收益轉入到穩定與未來儲蓄基金中；第二，財政部強制石油公司公布石油收入

與支出季報；以及第三，成立獨立的「公共利益與課責委員會」(Public Interest 

and Accountability Committee)，監督並報告政府管理石油基金與適法性。而主要

在約束與監管上游石油公司的《石油委員會法》(Petroleum Commission Act) 法

中，也阻止給予國營的迦納國家石油公司 (Gha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一個席次，避免球員兼裁判的情形發生；在《石油開採與生產法案》中，阻止

政府以談判方式簽署石油執照與契約，改由以公開競爭議價的方式進行 (Dovi, 

2013; Gyimah-Boadi & Prempeh, 2012: 98-99)。

上述這些在廿一世紀以來相繼通過的法案有一個共同的特性，便是約束

性更強且透明度更高。在威權統治時期管理自然資源收益的法案分別是《臨時

國防委員會法》(Provisional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Law)、《石油開採與生產

法》(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Law) 與《石油所得稅法》(Petroleum 

Income Tax Law) 等。但是在《石油委員會法》中規定成立的委員會不僅角色

更為獨立，也取代了過去迦納國家石油公司可以發給執照與簽訂契約的功能 

(Annan & Edu-Afful, 2015: 8-11)。因此，縱使目前的制度仍然相對不完善，但是

在擴大政治參與的情況下，迦納人民對於自然資源的管理與資金的運用，得以

取得相對有利的位置。

最後，在經濟結構上，迦納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力，且服務業占國

家GDP的一半左右。至於第一級產業的農牧產業雖然產值僅為GDP的四分之

一，其雇用勞動人口卻是國家勞動力的一半。在自然資源部分，儘管迦納本身

的自然資源以黃金為主，並另外生產鐵礬土 (bauxite)、錳 (manganese) 與鑽石 

(Bermúdez-Lugo, 2016;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 2016b)，但是自2010

年開始也從外海的Jubilee油氣田開始商業性生產石油與天然氣，並預計成為國

家自然資源主力，而黃金與農產構成國家當前外匯來源的將近三分之二。

在本小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上述政治體制對資源詛咒的制約，促使迦

納提供了相對有利經濟發展的環境。而迦納在2002年參加的世界銀行的重債窮

國免債計畫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除了使國家將減免下來的

債務用於貧困地區的開發之中，也讓國家可以在2009年脫離世界銀行的「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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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濟體」(low-income economies)，進入到「較低的中等所得經濟體」(lower-
middle-income economies) 類別之中（拉哥斯臺灣貿易中心，2013；The World 
Bank, 2018b）。從過去的表現來看，藉著民主化的推動與穩定實踐，迦納似乎

擺脫了自然資源帶來的詛咒，使得國家得以運用資源收益促進國家成長需要的

建設，促進經濟成長。

三、喀麥隆

（一）政治發展背景

相較於迦納在獨立後20年的的政治動盪，喀麥隆自1960年獨立以來反而

一直處於政治「相對穩定」的狀態：國家持續施行威權統治。Ahmadou Ahidjo
自獨立後一直擔任總統到1982年，因為健康因素將總統職位交給原總統府秘

書長，當時擔任總理（為依據憲法，總統死亡或是不能視事時的合法繼位人

選）的Paul Biya為止。自此之後，Biya及其所屬的「喀麥隆人民民主運動」

(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du Peuple Camerounais, RDPC―Cameroon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 延續過去的作法，成為喀麥隆的總統與唯一的執政黨到今

日。251990年初由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以及國內日益高漲的緊張情勢等雙重壓

力下，Biya宣布多黨制合法化，並在1992年舉辦多黨制下的總統與國會選舉。

但是Biya在該年險些敗給反對黨候選人，甚至RDPC在國會輸掉多數席次，僅

藉由與「捍衛共和國運動」 (Movement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MDR) 結
盟勉強過半以後，Biya便收緊政治權力。在後續的選舉中因為反對黨抵制的關

係，復以Biya刻意弱化國會以及司法部門的因素，此後反對勢力幾乎無法與執

政黨抗衡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6; Nunley, 2012; Seddon, 2005: 100-103; 
Takougang, 2003)。

喀麥隆政治轉型失敗，可以由Biya在2004年第二任總統任期屆滿以後繼續

競選總統看出，另外藉由國會在2008年修憲解除總統連任限制，使得Biya得以

25 另一個或許可以支持政治轉型與自然資源在本文中不存在內生關係的說法，是因為

DeLancey, Mbuh, & DeLancey (2010: 72-74, 119, 141-142) 也提及，Biya 上任初期就有推動

政治改革的跡象。但是因為 Ahidjo 退位後依舊擔任執政黨主席，因此與 Biya 之間的關係

緊張；復以效忠 Ahidjo 的共和衛隊（Republican Guards）在 1984 年發動政變失敗，以及

1980 年代中期喀麥隆經濟情勢不佳下推動的經濟改革並不成功等多重因素，促使 Biya 最

後決定放緩政治改革的進程。

政治學報(67)-01 平思寧.indd   29 2019/7/12   下午 05:10:58



30 政治學報　第六十七期（2019.06）

在2011年投入大選。在多場總統選舉中，國際觀察員均認為選舉有一定程度的

舞弊現象。圖四顯現了喀麥隆的政治情勢持續處於威權型態，除了僅在1992年
左右在政治體制表現上約略進步，但是自此之後在兩個數據上都是相當穩定，

沒有任何起伏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7; Freedom House, 2016)。

（二）政治體制、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

受限於1992年在總統與國會兩場大選幾乎交出政權的影響，Biya除了特別

重視維持自己的支持勢力以外，也強調收買反對勢力，這與我們一般認為執

政者多會以資源鞏固票倉，並且疏離或是減少反對勢力根據地的發展一致。

Takougang (2003: 428) 指出，1997年執政黨之所以在西南地區 (Southwest Region) 
的國會選舉中從1992年的一席成長至12席（共15席），是Biya在1996年指派出

身該省的Peter Mafany Musonge擔任總理，並拔擢兩個出身自當地的Deffo Roland
與Tchemo Hector Mari的軍職。而任何在選舉中支持反對黨的選區，都很難得到

政府在建設經費上的支持，這也成了Biya在擴張勢力時經常使用的手段。

為求比較的一致性，我們也以喀麥隆的淨小學入學率做為公共財指標。

遺憾的是，若我們比較最近兩次公布的《喀麥隆人口與衛生普查》(Enquê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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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喀麥隆的政治表現，1960 ~ 2015年
資料來源：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7); Freedom House (2016)。
註：Freedom House 的分數以8分減掉原來分數後依舊為1 ~ 7分，但現在愈高分（愈接近7分）代

表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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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mographique et de Santé du Cameroun,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of 
Cameroon) 數據，喀麥隆的小學入學率在2003年時是78%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INS] & ORC Macro, 2004: 28)，到了2011年是近乎零成長的79% (INS & 
ICF International, 2012: 33)。在十個省分、喀麥隆政治首都Yaoundé以及商業與經

濟首都Douala等共12個行政區域中，除了兩個省分的入學率大幅成長 (Adamawa, 
North)，East與Littoral省微幅上升外，其他八個省市的入學率均呈現程度不一的

衰退（參考表七）。最後，在象徵兩性入學機會平等的性別平等指數上，喀麥隆

在這八年之間持不變，都是0.90 (INS & ORC Macro, 2004: 26, Tableau 2.6)，顯示

喀麥隆女童的入學機會不及男性的現象並沒有任何改變。

除了所有省市根據人民對執政黨支持程度分配資源以外，喀麥隆的恩庇政

治還有另一個觀察指標，就是Biya以政府職位收買反對陣營。Van de Walle (2001: 
105) 曾經提到，為了鞏固權力，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許多國家寧願以政治職位酬

庸，而非透過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式達成。Biya在1992年以後，以任命當時國會

第二大黨的「全國民主與進步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Democracy and Progress, 
NUDP) 重要黨職人員Hamadou Moustapha與Issa Tchiroma擔任內閣官員促成NUDP
的分裂 (Takougang, 2003: 430-431)。以國家資源收買對手的結果，是喀麥隆的內

閣部會急速膨脹到2015年的63個，光僅教育事務就分別有體育、小學、中等與高

等教育等四個部會管轄 (Afoni, 2015: 430-431)，導致資源嚴重錯置。

反對勢力不振以外，喀麥隆的公民社會可以扮演的角色也相對受到限制，

例如全喀麥隆僅有的一家全國性報紙為國營。Nyamnjoh, Wete, & Fonchingong 
(1996: 54) 認為喀麥隆政府藉由兩種方式管制媒體：第一，私營媒體受到嚴格

的新聞法案與檢查制度規範，導致所有媒體均在政府的陰影下運作；第二，國

營媒體員工則因為被視為政府部門的一部分而必須自我檢查。由於總統本人因

表七　喀麥隆行政區域的教育入學率變化（2003年與2011年）
行政區 2003年 2011年 差距 行政區 2003年 2011年 差距

Adamawa 64.20 75.90 11.70 North 50.00 66.80 16.80
Centre 91.90 91.60 -0.30 Northwest 91.10 91.00 -0.10
Douala 93.90 89.70 -4.20 West 95.80 94.60 -1.20
East 85.10 85.20 0.10 South 91.50 91.40 -0.10
Far North 52.60 52.20 -0.40 Southwest 93.40 90.60 -2.80
Littoral 93.20 94.20 1.00 Yaoundé 90.30 87.90 -2.40

資料來源：INS & ORC Macro (2004); INS & ICF Internation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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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握有媒體營運的最終批准權，2015年就有兩家媒體因為觸怒政府而被迫關閉 

(“Cameroon.” 2016: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公民社會與反對勢力被刻意限制下，導致喀麥隆貪污猖獗。喀麥隆的CPI

分別在2010與2015年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的第33名（一共47國被調查）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此外，喀麥隆也是一個典型的食租國家（平

思寧，2015；N. Jensen & Wantchekon, 2004）：在國家依賴自然資源收益下，人

民對課責的要求不高，國家也因為財政高度自主，可以免除人民要求透明或是

體制改革的壓力。因此，公民社會對自然資源收益以及開採等監督的力量更進

一步被弱化。

我們可以從政府對資源收益的管理看出喀麥隆的問題。與許多擁有自然資

源的國家一樣，喀麥隆的自然資源收入為國有。早在1977年喀麥隆開始商業性

開採石油以後，Ahidjo為了避免喀麥隆過度依賴石油或是石油在可預見的未來耗

盡，便在海外設立了特別帳戶（compete hors budget, CHB）管理石油收益，但

是這個帳戶也被認為有作為總統私人基金的疑慮，而且事實上也是如此。縱使

當初設立特別帳戶的立意良好，但是在後續的發展之中，CHB反而凸顯了不易

管理、無法受到社會與反對黨監督、同時也欠缺透明度等問題。Biya在1982年

繼位以後，這個可以作為總統私人帳戶的海外基金不僅被保留下來，也成為執

政者用來收買政敵或是維持現有執政基礎的工具。

上述這種私有金庫的起因，便是喀麥隆政府欠缺公民社會監督以及政

治參與受限導致。喀麥隆管理石油收益的法律，分別是1999年的《石油法》

(Petroleum Code)、2000年的《石油法施行法》（總統令第2000/465號），以及

2008年《喀麥隆國家石油公司法》（總統令第2008/012號）。儘管根據法律，礦

業部 (Ministry of Mines) 是核發開採執照規範開採活動以及核發轉移執照同意書

的主管機關，實際上，國營的國家石油公司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Hydrocarbures, 

SNH) 才是負責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銷售石油，並且發展與監督所有石油開採

活動的主要機構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LLP, 2013)。國家的礦產收益

根據憲法規定與上述法規基本上歸政府控制，但更像是總統本身的金庫。因

為總統掌握喀麥隆國家石油公司，總統府秘書長則是SNH董事會的當然主席 

(Gauthier & Zeufack, 2010)。至於在扣除所謂的「營運成本」以後，每三個月要

將石油收益上繳至財政部的規定，也因為從未公布過營運成本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 2016a) 而賦予總統很大的操作空間。喀麥隆也尚在談判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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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旨在規定所有開採業支付政府的規費雙方都必須公開的「開採業透明倡議」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但是這很明顯的與迦納（2009年

加入）相比落後許多，何況喀麥隆商業生產石油的時間更早，是1977年。

國家受到政治制度的限制，也體現在喀麥隆的經濟結構過於集中的問題。

喀麥隆的經濟命脈以農業與石油產業為主，農業部門貢獻了約為五分之一的

GDP以及七成的勞動人力，但是其自然資源構成了另一個出口主力，這些礦產

包含鐵礬土、鋁、石油、鈷、黃金以及天然氣等。喀麥隆同時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第五大產油國，石油的產值約占國家GDP的3.5%左右，但是卻占政府收益的

四分之一以及出口項目的一半以上 (Mobbs, 2016)。除此之外，鋁以及水泥等

都是喀麥隆自然資源部門的主力，比起2012年，光僅是鋁一項的產量在2013年

就增加了44%，另外並有少量以人工小規模開採的黃金以及鑽石 (Mobbs, 2016: 

9.1)。總體來看，喀麥隆的自然資源儲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並非前段班，但因其

多樣性促使政府能夠持續從中獲得維持政府運作所需的收益。而約有25億美元

價值的Mbalam鐵礦在2010年開始由澳洲的Sundance Resources公司開採，估計可

以以每年3,500萬噸鐵產能維持至少25年 (Thomas, 2012)。

國家發展依賴自然資源的影響之一，就是容易受到市場價格波動影響經濟發

展。在開始生產石油初期，喀麥隆被認為因為國家健全的財政政策而避免了自然

資源帶來的經濟衝擊 (Benjamin & Devarajan, 1985; The World Bank, 1988)。但是等

到1980年末期以後，經濟結構開始出現如同註釋2提到的荷蘭病現象，容易受到

資源出口強勁與貨幣升值等影響出口表現，同時排擠第一跟第三級產業的發展，

也導致國家經濟建設需要的基礎項目等，例如兒童營養、教育程度與嬰幼兒存活

率等因為預算不足而惡化，讓喀麥隆經濟出現停滯甚至衰退的現象。

陸、結論

本文以條件性的資源詛咒論述，驗證了自然資源對國家的影響，是根據國

家的政治體制決定。更細緻的說，資源詛咒了經濟發展的說法確實存在，但是

這僅出現在非民主（或是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之中，民主體制可以降低依賴

資源時，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本文的貢獻在於：提出了條件性的資源

詛咒說法，並嘗試以混合研究法給予實證支持。

首先，本文以1960 ~ 2016年之間所有國家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與政治體

制之間的互動，證實了條件性的資源詛咒，而這個結果不因為我們替換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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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而有差異。其次，我們也比較了以「最大相似法」篩選出來的迦納與喀麥

隆，解釋他們為何在今日的經濟發展有顯著的差異。這兩個國家除了社會條件

高度相似以外，政治發展更是幾乎一致：第一，同樣約在1960年左右獨立後經

歷威權統治；第二，同樣在1982年由新的強人上臺執政；最後，同樣在1992年
由於國際與經濟雙重壓力下舉行多黨制總統及國會大選，但是只在之後對於民

主轉型態度不一而走向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

本文接下來將分別提供未來研究方向與政策建議。儘管本文以混合研究法

下的大樣本數研究與個案研究法，支持了條件性的資源詛咒。但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因為這對於建立「民主與資源祝福」的論述上，會有更

強的經驗證據支持。受限於篇幅關係，本文僅討論迦納及喀麥隆，其他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國家、中東北非地區、拉丁美洲，甚至是在自然資源上也相當豐富

的中亞地區，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找到一致性的觀察。

最後，本文的研究對於推動國家發展上的意涵，是在面臨可能遭遇資源詛

咒的國家時，政治民主化可能是可以採取的解決方法。對於國際組織或是非政

府組織而言，或許囿於政治事務高度敏感等因素，在協助此類國家的改革時多

以經濟改革優先。然而，若在可行的狀況下要求政府增加訊息的透明程度，並

容許公民參與等，或許更能使改善資源詛咒的努力事半功倍，因為這些也涵蓋

了民主的要素。當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但若真想解除資源帶來的負

面影響，這將會是在政治改革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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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政治體制與不同治理能力指標之間的關係

變數 貪腐印象指數 人均GDP 脆弱國家指數 政府效率 政府品質指數

政治體制 0.11**

(2.07)
171.30***

(7.10)
-0.0766

(-1.41)
0.00319*

(1.70)
0.00195***

(4.93)
常數 41.86***

(160.57)
5,993.40***

(55.02)
71.36***

(319.97)
-0.108***

(-14.12)
0.534***

(299.49)
觀察值 2,767 7,267 1,915 2,911 4,227
國家數 167 170 164 166 143

註：1. 括弧中為t值。

 2. *p < 0.10,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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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的統計結果 
（1960 ~ 2016年）（以人均自然資源耗損測量）

變數

∆人均GNI差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民主 197.80***

(2.82)
229.80***

(3.23)
202.90***

(2.69)
人均資源耗損 -0.000169

(-0.68)
-0.000172

(-0.69)
-0.000118

(-0.47)
民主 × 人均資源耗損 0.000961**

(2.04)
0.000979**

(2.07)
0.000920*

(1.93)
貿易開放程度 -0.14

(-0.28)
0.03

(0.06)
-0.32

(-0.63)
外國直接投資 -6.23***

(-3.08)
-6.21***

(-3.05)
-5.97***

(-2.93)
中學入學率 4.47***

(6.29)
3.36***

(4.14)
3.09***

(3.19)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1.40

(-0.50)
-3.78

(-1.30)
-5.13*

(-1.70)
熱帶氣候 -1.59***

(-2.93)
-1.06*

(-1.83)
非洲 149.60*

(1.90)
亞洲 136.50*

(1.92)
歐洲 249.40***

(3.37)
大洋洲 359.20*

(1.79)
北美洲 155.80**

(1.97)
常數 -201.90

(-3.17)
-71.98
(-0.92)

167.20
(-1.57)

觀察值 2,979 2,959 2,959
國家數 142 140 140
Prob > χ2 120.92*** 129.48*** 142.45***

註：1. 括弧中為t值。

 2. *p < 0.1,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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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開發中國家民主、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的 
統計結果（1987 ~ 2016年）

變數

∆人均GNI差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人均資源租金 -0.000690*

(-1.77)
-0.000662*

(-1.70)
-0.000659*

(-1.70)
民主 × 人均資源租金 0.00366***

(5.20)
0.00363***

(5.17)
0.00385***

(5.40)
貿易開放程度 0.09***

(3.35)
1.07***

(3.27)
0.88***

(2.61)
外國直接投資 2.68**

(1.71)
3.41**

(2.12)
3.57**

(-2.22)
中學入學率 1.10**

(2.53)
0.76

(1.62)
0.28

(0.52)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2.67**

(-2.33)
-3.02***

(-2.60)
-2.90**

(-2.48)
熱帶氣候 -0.73**

(-2.36)
-0.34

(-0.98)
非洲 13.87

(0.28)
亞洲 49.25

(1.02)
歐洲 166.00***

(3.02)
大洋洲 0.00

(0.00)
北美洲 35.00

(0.61)
常數 -95.84*

(-2.37)
-53.12
(-1.19)

-60.76
(-0.91)

觀察值 1,607 1,587 1,587
國家數 112 110 110
Prob > χ2 104.07*** 109.48*** 122.80***

註：1. 括弧中為t值。

 2. *p < 0.10,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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